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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圈层结构及村治逻辑

邹照斌，曹银山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国家资源下乡对于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但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角度来看，当前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精

英俘获”现象的学术表达——圈层结构，却体现出资源分配的不正义，这也将加重国家自主性与地方自主性的偏离。通

过对鄂西南 W 村实证研究发现，这一结构从分配方式来看，体现为村庄“权力精英”主导分配秩序。从分配原则来看，

以再生性利益关系为主，原生性血缘关系为辅。从分配主体结构来看，形成了以村支书、“经济合伙人”等核心向普通

能人、普通村民等表层递减的圈层结构。在制度、文化、技术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塑造了圈层结构的长期稳定“合

法”存续。基于工具理性的镇村功利性关系，是其制度基础；村民对发展性谋利的高包容性与逐渐萎缩的公共性，是其

文化基础；技术治理中的“合法”俘获手段，是其技术基础。这一结构是当前治理资源、文化网络、治理技术制约下的

“权宜之计”。阐明圈层结构现象的学理成因，有助于从制度变革、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治理技术改进等角度，将转型中

的乡村社会整合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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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

值的权威性分配的［1］，坚持分配程序正义，对于

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价值观有着基础性意义。在乡

村振兴背景下，大量国家资源向乡村输入。围绕

公共资源所展开的权威性分配，则成为显著影响

村庄治理秩序、村民政治认同的现实命题。乡村

承接的大量公共资源如何得到合理有效的分配利

用，不仅是工具理性的简单复制，更关涉到深层

次的价值理性实现问题。近年来，乡村分配秩序

问题得到学界高度关注。

传统社会中国家制度化渗透社会的权力即国

家基础性权力不足［2］，行政权力主要体现为赋税、

劳役等汲取功能，而公共物品资源则依赖乡村社

会成员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所提供［3］。在

流动性较低的传统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

以自己为中心，基于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差

序格局［4］。这一格局决定了公共资源分配中主要

遵循“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村社伦理、生存

道义原则［5］。晚清以来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

没有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反而加大税收攫取

力度，导致传统的保护型国家经纪退出，以牟取

私利为取向的营利型国家经纪入场。直到新中国

建立，国家政权内卷化状态才得以终结［6］。

现代国家构建的成功，使农民遭受的盘剥逐

步被消除。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由向乡村

汲取资源转换为大量公共资源下乡。公共资源下

乡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生态公益林补偿、

种粮补贴等普惠性资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直接

分配到农户手中；另一种是各类工程建设等非普

惠性资金［7］，以项目制形式输入乡村。项目制的

实施，很大程度上使基层政权由“汲取型”走向

“悬浮型”［8］，再到“给予型”［9］。值得注意的是，

项目制在缓解基层财力不足、推动基层发展的同

时，并未使基层完全走出“内卷化”困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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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脱离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规制［10］。权力

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机会

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互相依赖，广大农民则

被排除在稳定的分利秩序之外［11］。近年，学界关

于新公共资源分配秩序研究呈现出两大取向，一

是充分承认富人、混混等蜕变为“新村治主体”，

二是指出资源下乡在基层演化为乡镇政府、村干

部等整体性“经营村庄”［12］。

村级权力缺乏制衡导致“私人关系”主导公

共资源分配是体制性因素［13］。从乡村精英行动者

视角来看，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

圈子化、项目运作封闭化［14］ 是支撑分利秩序运

作的条件。亲族派性博弈下的内外有别、村庄经

营者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是其谋利的重要手

段［15］。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视角来看，乡镇政府

的行为是认识项目进村中分利秩序形成的重要维

度。一种观点认为，乡镇由于治理资源有限，为

了完成政治性治理任务，会赋予村干部较大自主

行动空间，主动建构富人治村的治理格局［16］。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为了打造亮点政绩与贯彻上

级政策意图，乡镇政府行政力量会直接介入，通

过 行 政 下 沉 与 组 织 替 代 ， 来 直 接 主 导 村 庄 经

营［12］。但这两种不同观点均承认，村庄分利秩序

是乡镇政府基于自身目的理性考虑的结果。制度

张力、当家人与代理人结构失衡以及情法理价值

矛盾进一步导致上述实践困境［17］。

当前，大量的国家资源下乡成为农村基层治

理的现实背景，基层政府则面临着资源分配的过

程。既有研究关注到资源下乡过程中的“精英俘

获”现象，并主要从村干部个人行为、镇村关系

角度进行解释。但对其能够在高压问责、高压反

腐背景下长期存在解释不足。笔者将通过描摹项

目进村中的利益分配及村治秩序，揭示这一现象

之所以长期稳定“合法”存续，其背后根源于制

度、文化、技术三者的耦合，在于乡镇、村干

部、村民三者关系的平衡。

笔者的研究材料来自于在湖北省 W 村的实地

调研。W 村位于鄂西南 Y 市腹地的丘陵之中，全

村辖 12 个村民小组 830 户 2837 人，各村民小组姓

氏较为单一，但全村姓氏较为多元，为杂姓村。

W 村面积不大，仅有 14. 5 平方公里，但是已探明

蕴藏有丰富的大理石、石灰石等矿藏资源。同

时，该村位于县道与省道交会处，交通便利，是

全乡通往 Y 市主城区的必经之地，区位优势明

显。W 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后进村、村级集体经

济“空壳村”，村级负债高达 80 万元。之后，依

托当地的丘陵地形，全村建设苗木繁育基地，发

展花卉苗木；并依靠当地的大理石、石灰石等资

源进行矿产加工开发。W 村也从负债累累的“空

壳村”变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年逾百万元的山区经

济强村，由此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产生了诸多矛

盾。同时，大量的国家资源下乡为乡村振兴的实

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农村社会

中存在的圈层结构导致了资源的不均衡分配。

2021 年 8 月，在当地人员的帮助下，笔者进

入 W 村进行驻村调研，调研期间对乡镇干部、村

干部、村庄能人、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村庄主体

进行大量结构化访谈，获得大量关于 W 村公共工

程建设、村公共物品分配、村民对村干部评价认

知的翔实资料，为当前资源下乡中分配问题的学

理分析提供经验支撑。

二、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圈层

结构：现实表征及运作机制  

富人、狠人、能人等“新村治精英主体”主

导下的分利秩序［18］，已成为项目进村中公共资源

分配的普遍现象。学界的“富人治村”“能人治

村”等概念，有效解释了村庄精英主体的能动行

为，但对精英与普通村民间互动、村治整体秩序

尚有进一步提炼空间。“圈层治理”的研究，从

经营型经纪角度指出公共资源分配中存在主体不

平等现象［19］，但对其制度、技术因素缺乏深入分

析。鉴于此，笔者尝试构建“圈层结构”这一学

术概念，阐释这一分配秩序的现实表征、运作机

制及“合法”稳定存续的社会基础。

笔者借鉴已有研究，从农村政治学角度，将

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圈层结构定义为，在乡村

干部职位、公共产品、项目建设等公共资源分配

中，以公共权力为基本分配方式，以利益关系、

血缘关系为主要分配原则所形成的分配秩序。从

运作关系基础来看，这一结构以权力主体、“经

济合伙人”、利益关联型经济精英主体间的再生

性利益关系为主，以亲属间的原生性血缘关系为

辅。从利益分配主体来看，以村支书为核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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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外依次形成以“经济合伙人”、利益关联型

能人、其他村干部、亲属朋友、潜在秩序挑战

者、普通能人、普通村民为界限的利益分配圈

层。从利益分配流量大小来看，由内核向外圈层

逐层递减，而绝大多数普通能人、普通村民则只

能享受村庄发展带来的普惠性福利，不具备谋取

特殊性利益的基础。

（（一一）） 公共资源分配方式公共资源分配方式：：村庄村庄““权力精英权力精英””

主导分配秩序　主导分配秩序　

对于中西部地区行政村而言，村级无集体经

济收入，村庄发展极大依赖于自上而下的项目资

金。而乡镇人力财力资源有限，要治理数量庞大

的行政村，决定了乡镇政府必须依靠村干部。村

支书是项目进村组织者与落地协调者，实际上也

就由争取项目进村的承包人，转变为项目进村后

的发包人。这一村庄“权力精英”主导分配秩序

的支配逻辑，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1.  村支书直接主导村人事、各类指标等非经

济资源分配　

村入党人选推荐、村干部人选、公益性岗位

名额，原则上都要经过集体会议讨论、民主公

开、镇党委政府研究确定等程序。但在实践中，

往往演化为村支书主导的“一言堂”。村支书依

靠个人权威，直接确定分配人选，上级党委政府

往往照单通过。以选拔村后备干部为例，按规定

要经过自愿报名、村支书推荐、组织考察谈话、

镇党委会议研究确定的程序。但在 2019 年，W 村

支书并未向村民发布选拔后备干部的公告，在村

民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确定两名后备干部，其

中一名系村支书侄女，另一名系与村支书交好的

当地最大个体工商户的女婿。

2.  村支书通过“经济合伙人”，间接主导经

济资源分配　

为了规避村干部小微腐败，县、镇制度文件

均规定村干部不得直接参与项目实施，必须进行

招投标引入第三方。但村支书则通过寻找“经济

合伙人”①的方式，间接主导公共经济资源分配。

“经济合伙人”深得村支书信任，自身具备承包

工程的实力，在村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基本能够

平衡各方势力。同时，“经济合伙人”往往只有

一个，主要是便于封闭化运作。村支书通过运用

与乡镇政府的“政缘关系”，为“经济合伙人”

延揽项目发挥各类协调、辅助作用。通过“经济

合伙人”承包公共工程项目，从中以回扣、入

股、分红等多种途径获取回报。对于如何顺利承

包项目，后文将作详细解释。同时，为了稳定村

治秩序，往往还需要向利益关联型能人、混混等

让渡一部分项目，形成项目的二次分配。从而在

权力支配逻辑下，构建起“村支书—‘经济合伙

人’—利益关联型能人—村干部—亲属朋友—潜

在秩序挑战者”的利益分配链条。

（（二二）） 公共资源分配原则公共资源分配原则：：以再生性利益关以再生性利益关

系为主系为主，，以原生性血缘关系为辅　以原生性血缘关系为辅　

权力在公共资源分配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在差序格局、权力的文化网络基础上，有学者提

出权力的利益网络［20］ 这一概念，指出社会转型

时期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在公共资源进村分配

过程中，遵循以再生性利益关系为主，以原生性

血缘关系为辅的分配原则。

1.  主要利益流向“权力主体”，实现“权力

—利益”划分　

国家惠农项目以入户的形式直接进入村民手

中，而为村组织所分配的公共资源主要是公共项

目建设资金。“经济合伙人”在村支书的帮助下，

能够通过招投标，以“合法”程序获得主要项目

资源。在完成项目制任务，使村庄建设达标的情

况下，村支书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①    其与利益关联型能人的区别在于，“经济合伙人”

与村支书关系更为亲近。利益关联型能人是为完成项目

需要而构建的关系，可能有多个；而“经济合伙人”出于安

全考虑，往往只有一个。“经济合伙人”扮演项目总承包方

的角色，利益关联型能人依赖与“经济合伙人”的分包合作

关系而存在。

图 1　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圈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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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公共项目尽可能集中于“经济合伙人”之

手，从而便于从中获得利益回报。如果将项目公

开发包，村支书不一定能够从中获得利益回扣，

即便获得少量经济回报，也面临不确定性、被举

报等风险。因此，在项目分配中，大量资源会向

以利益关系构建起的“经济合伙人”积聚。

2.  部分利益向村组干部倾斜，巩固权力基础

村支书与农户直接打交道的成本太高，各项

政策如果缺乏小组长支持，往往就会难以完成。

如果长期不能落实好上级政策，就会失去镇政府

领导的信任，不仅无法抓包项目，甚至能否保住

村支书职务都将面临挑战。村支书迫于巩固权力

的压力，不得不让渡一部分利益给各村小组长。

同时，在项目落地过程中，往往也需要依靠小组

长从中斡旋调节、负责实施。村护林员、道路保

洁员、管水员等公益性岗位，往往由村内根据实

际需要自行设置，乡镇及上级政府会进行适当财

政补贴。W 村是典型的农业型村庄，种田、养殖

成为在村村民主要收入来源，年平均在 8000 元左

右。而获得公益岗位，则是一份有吸引力的额外

收入。以道路保洁员为例，W 村在 12 个村民小组

共设置保洁员 12 名，工资为 6000 元/年。但 12 名

道路保洁员均由各小组长 （或配偶） 兼任，部分

群众甚至并不知道有这一岗位。

3.  少量利益向亲属倾斜，维持血缘感情联结

随着市场经济力量的不断冲击，血缘关系逐

渐让位于经济利益，人的利益取向日益凸显。但

在广大乡村，血缘宗族尚未完全解体。村支书基

于派性政治选举、声誉维护、血缘感情联结需

要，都有足够动力在公共资源分配中适当优厚亲

友。在 W 村，村支书、村组长、“经济合伙人”

选择劳务用工的时候，均会不同程度照顾自家

人。以 Y 市每年在各镇实施的疫木除治项目为

例，由林业局将任务及资金发包到各乡镇，各乡

镇林业站再将任务和指标发包给各行政村，村支

书再发包给各组长。各个小组的疫木防治队员一

般由 7 人构成，每人工资为 150 元/天。这对于缺

少获利来源的农业型村庄，是一笔有吸引力的额

外收入来源。以 W 村二组队员构成来看，除了组

长及其配偶，另有五人分别是组长的堂嫂、叔

叔、二爷、弟媳妇、好友。二组村民 CQJ 说道：

“我也想参加，等我去找组长，他就和我说人满

了。跟村干部、组长不熟，不是沾亲带故的，谁

会叫你？”（访谈记录：W20210804-CQJ）

（（三三）） 公共资源分配主体公共资源分配主体：：利益流量由核心利益流量由核心

内圈层向外圈层递减　内圈层向外圈层递减　

2017 年以来，在村支书 WJ 经营下，W 村成

为上级口中的“典型村”“亮点村”“先进村”，

随之而来的是省、市、县大量的试点项目、乡村

建设资金。但在项目落地实施中，在改变村庄面

貌的同时，一个意外后果是逐步形成以村支书为

核心，依次向“经济合伙人”、利益关联型能人、

其他村干部、亲属朋友、潜在秩序挑战者扩展的

利益分配秩序，而普通能人及普通村民则处于分

配外圈层。

1.  村支书、“经济合伙人”、利益关联型能人

构成利益分配内圈层　

在公共资源密集的农业型村庄，围绕项目进

村所产生的利益流量，是部分在村精英的主要利

益来源。显然，并非所有在村精英都能参与这一

分配过程。村支书掌握项目分配权，为了获取更

多的经济利益，同时规避违反法律法规风险，往

往会与“经济合伙人”、利益关联型能人合作垄

断项目。通过浏览村中标文件记录及走访大量村

民，发现村中大小公共项目建设均被村中最大的

建筑商 LSF 承包①。按该县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资源承包、租赁，由各村

自行制定实施方案，1 万元以下的项目，在村内

公告，采取邀标竞争性谈判或村内招投标形式；

对于 1 万元至 30 万元的项目，由乡镇“三资”代

理服务中心进行简易招投标； 30 万元以上的项

目，则需通过县综合招投标中心公开交易。但招

投标通常会进行资格限制，最后符合条件的往往

只有 LSF 一家建筑公司，而其他几家公司则配合

“围标”。该村几家建筑队甚至形成了内部共识：

“村里的公共项目没有关系承包不到，即便承包

①    笔者最初以为只是公司做大做强之后的自然垄

断现象，后走访大量村民发现，2014 年以前，LSF 只是村里

的一个小建筑包工头，正是通过和村支书的私人关系，在

承接大量村公共工程后，急剧崛起为村中最有权势的老

板。而据村中另一位包工头 CMQ 讲到，自己也具备整治

河塘、修建绿道的能力，但是因为没有和村支书过硬的关

系，因而无法参与村内公共工程建设，最多只能二次承接

部分 LSF 忙不过来或看不上眼的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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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期没有村支书 WJ 打招呼，这个工程也

做不下去。”乡镇干部个人是否从审批项目中寻

租，笔者无法从调研中得到信息。但通过驻村访

谈可以证实，村支书 WJ 仅通过形式上入股 LSF
的挖掘机，就要从村内公共项目建设利润中抽走

三成。此外，还有回扣、送礼等多种形式。

为了平衡村中各方势力，以及施工能力限

制，也会允许其他能人参与利益分配，这部分人

构成村庄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关联型能人”。

由于工程建设涉及到原材料采购、组织施工、卡

车运输等多个环节，这就给了其他各方主体介入

的空间。以 LSF 在村中承接的公共项目建设为

例，由于项目工程较大，并且往往是多个项目同

时开工，导致不得不发包给其他各方。在 W 村新

建联村村委会项目中，由于工期紧，LSF 自身仅

有三台车，无法满足泥土转运需求。于是，将

WZQ （村支书二弟）、GW （LSF 朋友）、CCM
（村支书侄子） 纳入到工程中来。笔者访谈从事

私人运输的货车司机 XB：“我也想去，一天一千

元，刨除成本净赚七八百，赚钱多活又轻松。但

是这都是跟 LSF 有关系的人才能去。”（访谈记录：

W20210803-XB）

2.  其他村干部、亲属朋友、潜在秩序挑战者

构成利益分配中圈层　

除了村支书、“经济合伙人”、利益关联型能

人等，其他村干部、亲属朋友、混混等自然不能

被排除在村庄政治场域之外。上述分析已不同程

度提到，其他村干部、亲属朋友在各类资源分配

中，往往会占有一席之地。但这部分群体往往不

具备“经济合伙人”、利益关联型能人所具有的

经营能力、经济资本，因而不会成为村支书在利

益分配中的结盟对象。但出于巩固权力基础以及

血缘联结的需要，又必须在适当的环节予以照

顾。此外，村中的其他经济能人、混混等原先被

排除在分配秩序外的精英，在面对村庄巨大公共

利益流量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而会主动挑战

这一圈层结构，因而成为实际上的潜在秩序挑战

者。他们主要通过阻挠施工进度、上访等方式，

要求从中获得资源分配。2018 年，村建筑队工头

CLP 曾到镇政府反映村公共工程的不透明现象，

并威胁要去市里上访。最终，在镇政府授意下，

村支书主动拿出一块 3 万元的河塘整治项目给他。

但更多时候，混混、普通经济能人对垄断现象持

默许态度。在村民看来，“LSF 是一个惹不起的

狠人”。如果强行发生冲突，最后可能不但得不

到任何好处，反而遭到报复。但不可否认的是，

潜在秩序挑战者已经与其他村干部、亲属朋友一

道构成利益分配中圈层。

3.  普通能人、普通村民构成利益分配外圈层

通过两轮分配，村中权力、经济精英及其亲

属、混混等几乎俘获了所有公共项目资源，完成

了对公共项目资源的“合围”。而村中绝大多数

普通经济能人、村民，由于平时不关注村务，甚

至都不知道有哪些公共资源项目下乡，但对于这

一分配秩序，基本都有相同的模糊感受。W 村一

组农用车司机 GSC 访谈时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我想去给 LSF 拉石头，但他不会要我。我爹去参

加村里给修河堤的工程，但是因为没过硬的关

系，只能做体力活。”（访谈记录：W20210804-

GSC） 尽管普通能人、村民不能参与工程项目建

设获利，但享受了村庄发展带来的整体性福利与

普惠性措施。2017 年以来，W 村环境、基础设施

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同时村集体每年为村民提供

医保补贴、“最美庭院”卫生奖励等，而该镇其

他村村民则无法享受这些福利。

圈层结构的现实表征和运行机制遵循着特殊

主义逻辑，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所要求的普遍

性、正当性、公私分殊化取向相悖。极端地讲，

它是传统乡村庇护主义网络的变异，是利益、人

情关系对公域的挤占。但这一结构反而在项目

制、乡村振兴等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努力中得到

自我强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老虎苍蝇一起

打”的问责举措，有效整治了基层小微腐败现

象。但在高压问责下，这一不正当乡村分配秩序

缘何能够长期稳定存续，并为乡镇政府、普通村

民所默认？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值得深思，下文将

从制度、文化、技术三重角度揭示支撑其“合法

化”运作的社会基础。

三、圈层结构的社会基础：制度

—文化—技术的三维审视  

圈层结构的社会基础是制度、文化和技术三

个方面的综合作用。这三个方面也分别代表了影

响圈层结构的不同社会主体，体现出不同层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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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社会参与。正是在“制度—文化—技术”

三维基础的相互作用下，共同塑造出乡村公共资

源分配中圈层结构的独特现实表征和运作机制。

（（一一）） 制度基础制度基础：：基于工具理性的镇村功利基于工具理性的镇村功利

性关系　性关系　

由于项目制外在于乡镇，乡镇政府出于打造

政绩、完成考核任务的需要，与村支书有合作竞

争项目的需要。在乡镇自身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为了对村支书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允许村支书在

完成项目、维持稳定秩序的前提下，从项目工程

中适度谋利，就成为可行性选择。镇村间的功利

性关系，因此构成圈层结构存在的制度背景。

1.  项目制的竞争性分配与政绩塑造　

项目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制度，遵循“条条

下达、分块管理、专款专用”的特征［21］。争取项

目对于推动地方发展、塑造政绩有重要作用，由

此极大地刺激了乡镇自主性。项目管理中的“以

县为主”决定了县级政府对项目分配具有决定

权，而县级政府为了出政绩，往往会将大量资源

集中投放到某些乡镇、行政村，形成我们所说的

“亮点村”。就这个意义而言，县级政府—乡镇政

府—行政村三者利益高度一致。由于 W 村多年来

不断发展，获得了远超于其他各村的基础条件。

县级政府、乡镇政府迎接上级领导参观时往往也

会选择 W 村。在项目申报上，H 镇政府为了在竞

争性分配中占据优势，通常会举全镇之力，协助

W 村申报项目。甚至在申请国家级、省、市项目

资源时，县政府也往往以 H 镇作为申请的重要支

撑点。项目制竞争性分配的现实与政绩塑造的需

要，共同决定了 W 村在项目投放点选择，占有优

势地位，能够优先得到大量的项目资源。

2.  基层治理中的共谋与“摆平”策略　

县级政府注重绩效合法，即在不涉及危害社

会稳定等“一票否决”项时，对乡镇政府行为手

段具有较高包容性［22］。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镇村

关系，镇与村往往是紧密的共同体。一是镇村纵

向权力主体间的共谋关系。镇政府对 W 村的项目

资源分配不透明现象心知肚明，但在镇政府工作

人员看来，村支书 WJ 拥有超过一般人的本事，

这些年 W 村正是在 WJ 的经营下，才能够从一个

负债村变为首富村。而对于镇政府而言，只要能

够帮助其产生政绩，完成行政任务，程序合法则

居于次要地位。这一点在近年来尤其明显，项目

治国的趋势日渐凸显，相应地，县各大职能部门

都能对乡镇政府进行考核。而乡镇政府有限的财

政资金、干部人手决定了乡镇政府要想顺利完成

各项考核任务，就必须依靠村干部，但自身资源

有限，难以通过资金激励来调动村干部积极性。

由此，通过容许村干部一定程度的谋利行为，维

护与村干部的良好关系，就成为理性选择。二是

乡村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乡村治理场域复杂，

圈层结构外无法从公共资源下乡中分配到利益的

精英，都是潜在秩序挑战者。他们通过阻挠施

工、上访等方式，要求加入到资源分配中来。一

方面，村支书及其分利团伙会适当照顾其利益，

选择性分配一些项目以获得秩序稳定。另一方

面，乡镇政府要求确保基层不出事，也会让村干

部照顾其利益分配。由此构成村支书、“经济合

伙人”、利益关联型能人、其他村干部、亲属朋

友、潜在秩序挑战者分配圈层存在的制度基础。

（（二二）） 文化基础文化基础：：村庄增量逻辑下的发展性村庄增量逻辑下的发展性

谋利与日渐萎缩的村民公共性　谋利与日渐萎缩的村民公共性　

尽管圈层结构体现着分配不正义，但并不会

损害村民利益，反而会带来村庄整体福利的增

加。村民反对这一分配秩序，不仅不能获得好

处，反而要付出时间、精力成本。村庄增量逻辑

下的发展性谋利与日渐萎缩的村民公共性，构成

了村民默认这一分配秩序的文化基础。

1.  村庄增量逻辑下的发展性谋利　

在中部地区，村民发展性诉求与村干部私利

性具有内在亲和性［23］。圈层结构并非指村干部会

对村民进行巧取豪夺，侵害村民利益。相反，在

这一结构下，由于从外部引入大量资源，会形成

实际上的帕累托改进，村内会形成稳定有效的治

理。村支书拥有决定性权威，能够为村庄提供秩

序。项目资源相对于普惠性资金而言，最重要的

特征就在于它的外在性。项目资源外生于村庄，

其生成分配并不会影响到村民原有利益。由于项

目资金的高度竞争性，能否争取到，往往高度取

决于村干部的经营水平与私人关系。在村民看

来，争取到项目进村，能够有效改善村内基础设

施以及居住环境，提高村民生活水平。2007 年以

前，W 村一直为负债村，村民认为是 WJ 善于和

领导“搞关系”“跑项目”，才有了今天的美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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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首富村”。甚至有村民认为：“项目资金都

是他拉来的，他 （从中） 拿一点也没什么。即便

换一个清官，我们普通人还是什么都拿不到，至

少他给我们把村子建设好了。”

2.  限制不正当分配行为的集体行动难以达成

公共性在不同学科领域会有不同解释，在社

会学领域，则被认为是公众的集体参与［24］。当下

村民公共性缺失，是导致村干部“当家人”角色

隐性化、“营利型经纪”角色显性化的重要原因。

一是村庄结构转型。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村民

趋于外出务工获利，传统依靠血缘地缘维系的村

庄共同体趋于解体。普通村民以从事经济活动谋

取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对村内公共事务缺乏关

注。二是派性政治与行政干预自治。尽管村当家

人由村民选举产生，但 W 村以 W 姓居多，通常

都由 W 姓担任村主任。WJ 在公共资源分配中的

优亲厚友举措也为其获得民意基础。此外，镇政

府通过安排弱势候选人，策略性干预选举，最终

会确保 WJ 当选。久而久之，村民对村庄政治生

活缺乏兴趣。三是公私交集少限制村民上访。税

费改革以来，国家权力与村民生活日渐分离。WJ
当选前，W 村缺乏集体经济，村干部平时不干涉

村民生活，甚少与村民生活发生交集。因此，即

便有个别混混等牟利性上访，往往也难以形成规

模，很快因村支书的适度补偿而平息。

3.  村民在信息壁垒与高参与成本下的理性

选择

将村务监督的缺失完全归咎于村民公共性不

足，容易陷入到小农意识的论争上。科层制理性

下的公务公开、听证论证、严格的财务预决算制

度往往只止于乡镇政府一级，无法向乡村延展。

村“两委”往往把持着项目信息，只是选择性进

行村务公开，这就为村民垒筑了信息壁垒，导致

普通村民获取信息难度大。村民参与村务往往需

要持续不断付出高昂的时间、精力成本。而村民

担负着养家重任，参与村务往往无法获得任何经

济上的报偿，这就导致不参与成为理性选择。

（（三三）） 技术基础技术基础：：技术治理中的精英技术治理中的精英““合法合法””

俘获　俘获　

招投标程序、财务公开制度、村财镇管等技

术治理手段，具有鲜明的工具导向，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约束干部行为，减少寻租与腐败发生的可

能性。但这一通过技术手段赋予公众知情权、监

督权的逻辑本身是在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行政流程

中落实和实现的［25］。技术本身的价值中立性，决

定了政策执行主体完全可以在遵循行政流程条件

下，合理合法利用技术，为“暗箱操作”行为披

上合法性外衣。

1.  技术治理下的自由裁量权　

镇村干部作为街头官僚，处于政策执行最末

端。自由裁量权是街头官僚的核心特征。信息技

术治理手段的运用，并不一定能对街头官僚的自

由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使其做出负责任的行

为［26］。尽管项目制借助科层理性，有严格的程序

限制，来压缩镇村干部因自由裁量权而可能造成

的腐败空间。但由于发包方上级政府常态不在

场，给了镇政府、行政村以活动空间，人为制造

“过程合法”。实际上如前所述，面对复杂的乡村

治理场域，乡镇干部为了调动村干部积极性，有

效完成行政任务，甚至会助长村干部自由裁量权

扩张。在 W 村内部，村支书 WJ因长期经营村庄，

推动村庄发展，在村干部与村民间享有绝对支配

性权威。对于村内公共项目决策，村支书 WJ 都
按照要求，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党支部会议进行

表决。在施工方案与施工方的选择上，WJ 具有

法定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对于 1 万元不需招投

标的项目，由于 WJ 的权威，通常提出的提案都

能得到一致通过。对于 1 万元以上需要招投标的

项目，WJ 通过运用资格审查、暗地“围标”等

多种形式，使不合法的过程以自由裁量权的形式

“合法化”体现出来，使 LSF 顺利合法垄断项目。

上级政府在项目验收环节，往往遵循“结果合

法”逻辑，不会过多关注具体实施过程。

2.  程序合法化带来制度化避责　

数字技术使得政府在纵向治理层面，由关注

目标管理走向程序控制［27］。对于基层治理而言，

上级政府启动的问责行为，往往都是基于程序层

面，即关注台账是否完善、财务审批流程是否规

范、材料是否留痕作为评判标准。这一注重程序

正义的价值取向，正是现代科层制注重按章办

事、档案管理的工具理性的体现，大幅提升了基

层治理透明度。但村干部、经济精英主体间的抬

高工程报价、虚开发票等不正当牟利行为，往往

可以通过内部商量，形成合理合法的账目、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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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文书文件、正规财务来往记录加以合法避责。

而上述提到的镇村工具性关系，无疑为村干部的

避责行为提供了制度化保障。W 村曾经有个别村

民因不满村支书贪污而上访举报，但因查无实据

而结束。乡镇干部 ZQQ 讲道：“只要村里把工程

做好，面子上还过得去，手续文件齐全我们都会

照批。”（访谈记录：W20210806-ZQQ） 技术工

具的中立性，决定了村支书可以按照自身需求而

加以利用，无疑为有效监管制造了难题。在监管

中过于倚重技术文本，实际上变相导致了上级政

府为村支书谋利行为进行“合法性”背书。

四、结论与讨论  

圈层结构是对乡村现行制度、文化、技术综

合作用下公共资源分配秩序的学术表达。本文可

能的理论贡献在于，跳出项目资源进村中的富人

治村、能人治村、村庄经营者、乡镇干部等行动

者视角，从结构角度提炼出村治场域中行动者围

绕资源分配所形成村治秩序的整体性分析框架，

并进一步揭示这一分配结构能够长期稳定“合

法”存续的社会基础。圈层结构适度修正了乡村

转型中的单一血缘、利益分析范式，随着项目资

源下乡，市场化程度加深，支撑村治秩序运作的

基础日渐依赖权力、经济精英主体间的利益关

系，而血缘关系则发挥着辅助性作用。

圈层结构是乡镇干部为了打造政绩、有效完

成上级任务的短期投机行为所衍生的后果。圈层

结构下的基层治理秩序，实质是裹挟着乡镇干部

政绩目标、村干部以及分利团伙利益追求下的地

方自主性表达。尽管承载着改善基层民生、增进

公共福利的国家自主性能够在高压问责、技术监

管下得到有效表达，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地方自

主性却日渐侵蚀着国家自主性，有悖现代国家政

权建设取向，销蚀着普通村民对基层治理规范的

认同。此外，新的经济精英、能人群体，会不断

挑战这一分配秩序，但本质上，只是基于特殊主

义基础上的利益争夺和这一结构的内部调试。

从组织内部关系来看，这一结构是乡镇政府

治理资源不足情况下的理性妥协。从外部来看，

是村民公共性萎缩情况下，权衡利弊后的选择性

容忍。从治理制度与技术来看，台账、文本记

录、审批流程监管等精细化数字治理技术日渐凸

显出工具理性，但自由裁量权、程序合法等却仍

旧能够遮蔽价值理性。甚至随着乡村治理日趋复

杂，行政任务愈加繁重，为了推动有效治理，自

上而下各层级不得不赋予基层更大自由裁量权。

组织内外各因素综合作用都在强化着这一结构。

要破解这一结构，就要从制度、文化、技术三重

维度同步发力。不仅要强化监管与问责，还要在

考核阶段由注重结果合法走向注重程序合法。此

外，更要赋予基层更多人力、财政等治理资源。

要广泛培育积极公民，通过乡村治理与建设中的

村民参与，引入社会问责机制，重现为技术治理

所遮蔽的价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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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rcle structure and village governance logic in the allocation of rural public resources
ZOU Zhaobin，CAO Yinshan

（Institute of  China Rural Studi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state power construction，the circle structure——the academic express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elite capture" in the cur⁃
rent allocation of rural public resources， reflects the injusti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which will exacerbate the deviation between 
national autonomy and local autonomy .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W Village in southwestern Hubei，it found that this struc⁃
ture is reflected as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ion methods， the distribution order are dominated by the village's  
"power el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ribution principles，regenerative interests are the main  focus，and primary blood rela⁃
tionships  are second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tribution  subject structure，a circle structure has been  formed which de⁃
creased from core members such as village branch secretaries and "economic partners" to ordinary capable individuals and ordinary 
villagers .  Under the joint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the long-term stable and legal existence of 
the circle structure has been shaped.  The utilitaria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 and villages based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it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the high inclusiveness of villagers towards development oriented profit and the gradually shrinking publici⁃
ty are their cultural foundation；the legal means of capture in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re its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This struc⁃
ture is a temporary solution constrained by current governance resources，cultural networks，and governance technologies .  Clarify⁃
ing the theoretical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of circle structure can help integrate the transforming rural society into the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rural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and governance tech⁃
nology improvement.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Resource allocation；Economic partners；Circle structure；The "power⁃interest" network；Vil⁃
lage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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